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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域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侦查协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俞保华

（广西警察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8）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44 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出明确规制。运用协同治理、府际关系理论与

数字治理理论等分析框架进行剖析后发现，目前该类犯罪制度侦查协作框架已经初步成型，实践运行维度的协作模式

也在不断创新，但从效能角度来审视，在信息共享、证据转换、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等维度仍有一定的提升空

间，其深层原因为各类协作困境并非单纯操作层面问题，而是由体制条块分割、制度供给不足、技术适配滞后、激励约

束失衡等多重深层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为此，需要从构建打破数据壁垒的信息共享平台、统一证据转换的标准与程

序、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执行机制等层面，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侦查协作体系进行优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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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cle 144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An analysis employing analy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theor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 reveals that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concerning such crimes has 

preliminarily taken shape, and collaborative models at the practical operational level are undergo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However,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ness,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evidence 

conversion, and the execution mechanism of cross-regional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are that the various 

collaboration dilemmas are not merely issue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deep-seated 

factor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ly, lagging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and imbalanced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system for crimes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by constructing an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that breaks down data barriers, unifying th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evidence conversion, and improving the execution mechanisms for cross-regional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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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44 条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出明确规制。由于该

罪严重侵害群众生命健康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犯罪

形态的复杂性、隐蔽性和跨域性，决定了侦查协作是打击

此类犯罪的必然选择，但犯罪链条的全环节蔓延倒逼侦

查协作，这类犯罪多形成“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运

输—销售流通”全链条网络，呈现家族化、团伙化特征，且

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如非法添加新型化学物质、利用网络

直播带货售假等。因此，单一部门很难覆盖全链条监管，

仅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较难精准锁定上下游犯罪团伙，

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检测机构等部门的协作则能够实

现线索共享、全环节溯源，从而可以有效破解全链条打击

难题。此外，部门职能的互补性决定需要侦查协作，公安

机关具备侦查权但缺乏食品专业检测、行业监管经验，市

场监管部门熟悉行业动态却无刑事侦查权限，检测机构

拥有技术优势但无法开展执法取证。目前，学界和实务

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如刘艳红［1］分析了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的法律适用；赵艺聪［2］论证

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曹荣刚［3］探讨

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治理；程轶欢［4］分析了围

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侦防对策，但目前尚未

见专门从侦查协作机制维度进行深度探讨的报道。从理

论维度看，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权责协同、资源整

合与共治共享，契合食品犯罪跨部门、跨区域治理需求；

府际关系理论聚焦部门间权责划分、利益协调与执行机

制，为破解协作梗阻提供分析工具，目前研究多侧重法律

适用与侦防对策，缺乏从协同治理视角对侦查协作运行

逻辑、深层困境及制度优化的系统性探讨，文章拟由此切

入展开研究。

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

机制的现状观察
从多起食品安全事故来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而且扰乱市场

经济秩序，该类犯罪呈现出链条长、隐蔽性强、跨区域等

突出特点，决定了单一部门较难实现有效打击，而侦查协

作作为破解该类犯罪打击难题的关键路径，其依托多部

门协同形成监管与侦查合力，已逐步构建了多层次的工

作体系。

1.1　制度建设的协作框架初步成型

近年来，中国立足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

化侦查协作制度供给，形成“顶层政策引领+部门机制衔

接+地方创新补充”的制度体系，为协作开展提供了坚实

规范支撑，但仍存在部分衔接不畅问题。首先，顶层政策

设计确立全链条监管框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领域协同治理，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

链条监管的意见》聚焦从农田到餐桌全生命周期监管，提

出 21 项具体协作措施，界分各部门责任边界，完善信息共

享、通报协查、联动处置等工作机制，填补了贮存、配送等

环节的协作监管空白，为跨部门、跨环节侦查协作提供了

顶层遵循。同时，公安部持续部署“昆仑”专项行动，将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为打击重点，明确要求构建

“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四动”工

作格局，推动侦查协作常态化、规模化。

其次，部门协作机制夯实横向联动基础。各地区、各

部门围绕侦查协作关键环节，建立针对性工作机制，强化

横向协同效能。在省级层面，甘肃、四川等地检察机关联

合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构建了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协作配合机制，明确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调查取

证支持、人员交流培训等内容，尤其针对规模化、链条化

犯罪线索设立专门移送通道。在基层实践层面，四川省

攀枝花市创新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将每月 25 日定为“信息

共享日”，统筹汇总各部门监管线索，针对疑难案件启动

“多方会诊”，形成行政监管、刑事侦查、司法认定的闭环

协作机制。此外，检察监督与侦查协作的衔接机制逐步

完善，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重大案件，为案件定性、证据标准、侦查方向提供专业支

撑，以此破解协作中法律适用方面的部分难题。因此，从

府际关系理论看，顶层政策与部门机制的衔接，本质是纵

向权责配置与横向协同规则的制度化过程，为多元主体

协同治理提供了基础制度框架［5］。

1.2　实践运行维度的协作模式不断创新

在制度指引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

作从分散作战向协同共治进行转型，形成多部门联动、全

链条打击、科技化赋能的运行模式，同时仍面临区域协同

不足、专业能力不均等挑战。

首先，多部门联动形成合成作战格局。公安机关主

动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行政部门，

建立日常巡查+联合检查兼专项打击的立体化协作模

式。在日常监管中，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时

民警同步排查犯罪线索，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农资抽检时，

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固定证据，实现监管与侦查的无缝衔

接。其次，科技赋能提升协作的智能化水平。各地积极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破解传统协作中线索发现

难、侦查效率低的问题。杭州市公安局开发“民生卫士”

数字应用，整合 1 000 亿条行政刑事数据，构建肉类食品

犯罪智能预警模型。此外，技术检测协作层面，构建了行

政部门检测+第三方鉴定+专家论证”的多元实施模式，

以此解决新型有毒有害成分认定难题，如张家港市侦办

“减肥话梅”案时，邀请专业志愿者开展盲检，联合公安部

第三研究所、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成分分析和

毒物鉴定，最终明确新型化合物双辛酚丁的有毒有害属

性。因此，数字治理理论强调技术赋能治理效能、数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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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治理升级，科技化协作模式是数字治理理论在食品犯

罪侦查领域的具象应用，是传统侦查协作向智慧协同转

型的关键抓手。

2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

机制存在的提升空间
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制度

建设及其运行实践来看，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

效能导向来审视，仍不同程度存在信息共享不畅、证据转

换梗阻、跨域协作乏力等提升空间，导致很难适配全链条

打击需求。

2.1　信息共享的多重壁垒

信息互通是侦查协作的基础，当前跨部门、跨区域信

息共享存在多重壁垒，并由此导致数据滞后的问题，制约

线索挖掘与案件侦办效率。首先，部门间信息孤岛现象

比较突出。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均有各

自的监管数据系统，但因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意愿不

足、安全顾虑等因素，数据资源较难有效整合。其次，信

息共享的范围与深度不足。现有的协作多局限于早案件

线索通报方面，而食品生产溯源数据、检测报告、企业信

用信息、物流运输记录等关键数据共享不足，导致很难实

现对犯罪链条的全环节溯源。再次，信息传递存在滞后

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实时信息推送机制，主要依靠人

工报送、定期会商等传统方式传递信息。

对此，通过深刻分析发现，多重信息壁垒的形成并非

单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制度、技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

果。①  体制根源。从府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行政体

系呈现典型的条块分割特征，各职能部门权责边界固化，

形成了独立的部门利益圈层，基于自我保护思维形成数

据“不愿共享”的利益壁垒，同时缺乏统筹全域数据治理

的专属权责主体，数据治理责任虚化、推诿现象频发。

②  制度根源。食品领域数据共享的顶层制度供给不足，

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安全规范与共享边界界定规

则，无强制性数据共享机制，现有数据互通完全依赖各部

门自愿配合，缺乏制度约束力。③  技术根源。各部门数

据系统建设时间、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架构异构、数据

接口不兼容，叠加各部门数据安全防护标准参差不齐，跨

部门数据整合、互通的技术成本与安全风险较高，阻碍数

据资源融通复用。

2.2　证据转换的标准不一与程序障碍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顺畅转换是行刑衔接的核

心，当前证据转换存在标准模糊、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影

响案件定性与打击效果。首先，证据转换标准不统一。

行政监管部门的检测报告、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行

政证据，因取证主体、取证程序、检测标准与刑事证据要

求存在差异，较难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如南阳市

卧龙区公安机关最初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未检出涉案糖

果中的新型有毒成分，后经高校专业检测才明确成分属

性，暴露出行政检测与刑事鉴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6］。其

次，证据转换程序存在障碍。部分行政监管部门取证时

未遵守刑事证据收集规范，如未全程录音录像、扣押物品

清单不规范、证人证言形式要件缺失等，导致行政证据因

合法性瑕疵无法转换。再次，新型有毒有害成分的鉴定

难题加剧证据转换困境，第三方检测机构与刑事鉴定机

构的技术衔接不足，较难快速出具符合刑事诉讼要求的

鉴定意见。

对此，从深层根源进行研判，证据转换阻滞问题重要

原因是三重壁垒。①  制度原因。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存在证据规范二元化特征，行政证据侧重监管合规性，

刑事证据侧重司法合法性、严谨性，二者取证标准、证明

要求差异显著，且缺乏刚性的证据转换衔接约束机制，规

则适配性不足。②  专业壁垒。行政监管执法人员缺乏刑

事证据规则、司法取证规范的系统培训，取证过程较难兼

顾刑事诉讼要求，而公安侦查人员缺乏食品检测、行业监

管、产品溯源等专业知识，对证据核心要素把控不足，双

向专业认知鸿沟导致取证不规范、证据衔接失效。③  技

术更新滞后。新型食品非法添加物、有毒有害成分迭代

速度快、隐蔽性强，检测鉴定技术更新滞后于犯罪手段升

级，专业鉴定机构资源稀缺、技术衔接机制不畅，较难快

速出具符合刑事诉讼标准的合法鉴定意见。

2.3　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缺失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跨区域特征显著，当前

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缺乏常态化执行机制，协作效率低

下、责任划分模糊。①  缺乏统一协调机构。跨区域案件

主要是借助临时会商、专项行动等运动式协作。②  协作

责任划分不明确。跨区域案件的管辖权争议、线索移送

责任、协查义务等缺乏明确规定，部分地区存在“各扫门

前雪”“推诿扯皮”现象，甚至因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协

查。③  执行保障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励与问

责机制，部分部门协作积极性不高，导致出现协作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同时，跨部门专业协作不足，公安机关

缺乏食品检测、行业监管专业知识，行政部门缺乏刑事侦

查规范认知，从而导致协作中存在沟通障碍。

因此，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这类问题实质是府际治理

失衡和制度激励约束失效导致。①  府际权责失衡。现行

属地管理治理模式与食品犯罪跨域治理需求存在天然冲

突，跨区域案件的管辖权、协查责任、办案经费、人力保障

等权责划分模糊，地方基于区域利益形成保护主义壁垒，

跨域协同治理权责不对等、利益不均衡。②  激励约束机

制失效。侦查协作成效未纳入部门刚性绩效考核体系，

缺乏正向激励与反向问责机制，形成“多做多错、少做少

错、不做不错”的负向工作氛围，部门主动协作动力严重

不足。③  运动式治理路径依赖。长期依赖专项整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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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未建立常态化、制度化、长效

化的协作执行机制，导致协作行为碎片化、短期化，很难

适配持续性、链条化的食品犯罪治理需求。

3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

机制的优化策略
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在侦查协作机制方

面存在信息共享的多重壁垒等问题，需要立足全链条的

打击需求，将技术赋能、制度完善、机制创新作为重要抓

手，构建信息互通、证据互认、协作高效的侦查协作体系。

3.1　构建能够打破数据壁垒的信息共享平台

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信

息共享方面存在的多重壁垒，需要将数字化转型为契机，

构建统一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此确保能够打破部门

与区域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治。首先，统

一数据标准。由省级以上食安办牵头，整合公安、市场监

管、农业农村、检察、检测机构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涵

盖食品生产、流通、检测、违法犯罪记录等全维度数据库，

统一数据采集、存储、传输标准。其次，明确共享范围与

权限。采用分级授权管理模式，明确不同部门的信息访

问权限，实现案件线索、检测报告、溯源数据等关键信息

实时共享，同时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防范数据泄露。

最后，健全信息推送与会商机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

与联络员制度，每月通报工作动态，重大事项随时会商，

同时依托平台实现线索自动推送、风险智能预警，提升信

息传递时效性［7］。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该优化举措深度契合数字治

理理论“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精准治理”的核心逻辑，通

过全域数据资源整合、标准化治理、智能化应用，彻底打

破传统行政体系的条块分割格局，推动治理模式从分散

式信息孤岛向一体化数据共治进行转型，从而为侦查协

作提质增效提供核心技术支撑［8］。此外，从前瞻创新层面，

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食品全链条溯源存证系统，对食品生

产加工、流通运输、质量检测、线上线下销售等全环节数据

进行上链存证。依托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

痕的技术特性，实现食品全链条数据真实可查、全程可溯、

永久留存，有效解决跨区域数据真实性存疑、证据流转瑕

疵等问题，为跨区域证据互认、全链条溯源打击提供坚实

的技术保障，推动食品监管与侦查协作智慧化升级。

3.2　统一证据转换的标准与程序

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证

据转换层面存在的标准不一与程序障碍，应当以行刑衔

接规范化为目标，明确证据转换标准与程序，破解证据衔

接梗阻难题。首先，制定统一的证据转换规范。由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食品犯罪证据转换指导意

见，明确行政证据转换为刑事证据的范围、标准与程序，

对检测报告、现场笔录等常见行政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标

准作出具体规定，确保符合刑事诉讼要求。其次，建立专

业技术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高校、权威

检测机构建立长期协作，组建专业技术咨询团队，针对新

型有毒有害成分开展联合检测与鉴定，最终通过对结果

的闭环管理提升证据的科学性［9］。同时，规范检测流程，

统一检测标准，确保行政检测与刑事鉴定结果的一致性。

再次，强化证据收集规范培训。定期组织行政监管部门

执法人员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开展联合培训，重点讲解

刑事证据收集规范、检测标准等内容，提升跨部门证据收

集能力，如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固定聊天记录、销售数据等

证据，精准认定犯罪金额，以此有效提升危害食品安全的

刑法规制效能［10］。

对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

多元主体规则协同、行为同步、资源共享。统一食品犯罪

证据转换标准与程序，本质是消除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

的规则差异、专业壁垒，统一多元治理主体的执法司法标

准，实现行刑证据体系的协同统一，构建规则一致、流程

顺畅、权责明晰的行刑协同治理格局［11］。此外，从前瞻创

新层面观察，可以搭建“食品犯罪智能证据辅助系统”，依

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嵌入食品犯罪全品类取证规范

模板、证据合法性审查标准、常见证据瑕疵预警模型。系

统可自动辅助基层执法、侦查人员规范固定各类证据，实

时筛查取证程序瑕疵、证据要素缺失等问题，智能提示补

正要点，从源头降低证据瑕疵率、杜绝非法证据，大幅提

升基层办案规范化水平，实现证据审查智能化、精准化、

高效化。

3.3　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

基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跨

区域跨部门协作维度存在的执行机制缺失这一实际，需

要在立足跨区域犯罪打击需求基础上建立常态化、规范

化的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执行机制，并进一步明确责任、强

化保障。首先，设立专门协调机构。在省级食安办下设

侦查协作协调办公室，统筹协调跨区域、跨部门案件侦

办，负责线索移送、管辖权确定、联合侦查组织等工作，借

鉴桂湘黔环“三省坡”协作经验，建立跨区域风险会商与联

合执法机制［12］。其次，明确协作流程与责任。制定跨区域

协作操作规范，明确案件线索移送时限、协查义务、证据互

认规则等，避免推诿扯皮。同时，建立协作责任清单，将协

作配合情况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再次，完善考核激励

与问责机制。对协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

协作不力、查处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同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跨区域案

件督办机制，确保全链条打击。此外，推广跨省“双随机、一

公开”联合执法模式，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尽量避

免，并以此提升协作执法的效率及社会效果［13］。

因此，从理论方面来审视，该优化路径严格契合府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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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权责对等、利益协调、制度约束的核心原则，通

过明确各区域、各部门的协作权责、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破除地方利益壁垒，有效平衡属地管理与跨域治理的矛

盾，构建起“权责清晰、利益均衡、执行有力、监督到位”的

现代化跨域协作治理体系，实现府际协同治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同时，对于研究的前瞻创新，需要推动搭建全国

性食品犯罪侦查协作大数据智慧平台，打破省级区域数

据壁垒，实现全国范围内食品犯罪线索实时流转、案件协

同办理、执法资源智能调配、风险全域预警。推动侦查协

作模式从传统的人工对接、临时联动、属地作战，向智能化、

常态化、全域化的智慧协同升级，彻底摆脱运动式治理依

赖，实现食品犯罪跨域治理的长效化、精准化、现代化。

综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面临的信

息壁垒、证据梗阻、跨域协作失效等多重困境，实质是协同

治理机制缺位、府际权责配置失衡、数字治理赋能不足的

综合性治理难题。破解新时代食品犯罪全链条治理难题，

必须以协同治理、府际关系、数字治理三大理论为核心指

引，立足实务落地性与发展前瞻性双重维度，通过构建一

体化数据共享共治平台、规范化行刑证据转换体系、常态

化跨域协作执行机制，全方位整合多元治理资源、破除治

理壁垒、补齐制度短板、强化技术赋能。推动食品犯罪治

理模式从传统的分散作战、被动应对、运动式打击，向协同

共治、主动预判、常态化治理全面转型，持续完善食品安全

侦查协作治理体系。对于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

供给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优化部门权责配置、强

化专业人才培养、升级智慧监管体系，不断提升食品犯罪

协同治理效能，切实筑牢食品安全法治防线，从而能够全

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市场秩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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